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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的持续外流导致了以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为代表的“新三农”

问题的出现。部分对“新三农”问题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的学者认为未来农村将消逝、农业将衰落和农民将消

失,对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城镇化为“新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未来我国新农村建设将提

速,农业将转型升级,新型职业农民也将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城镇化给我国“新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历史

机遇,同时也使其面临巨大的现实挑战。重构农村居民主体、农业生产主体和农民养老主体是事关当前“新三

农”问题治理成败的关键性政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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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和工业化被学界公认为是发展中国家

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过去30多年在工业

化和城镇化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被公认为是影响

20世纪全球经济的重大变迁之一。根据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统计公告显示,2016年我国城镇常住人

口达到7929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82万人,乡
村常住人口58973万人,减少1373万人,城镇人

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7.35%[1]。《国家新型城镇

化规划(2014-2020)》中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的发展目标,这意

味着未来每年我国城镇人口的增长数量仍将维持

在2000万人左右,而农村人口的持续减少也将维

持在1000万人左右①。在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和农

村人口持续减少的背景之下,未来我国农村的发展

成为了当前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尤以

对“新三农”问题即“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

老龄化”现象的关注最为引人注目。
如何破解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新三农”

问题困境?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此问题进

行了思考和解答,贺雪峰教授根据主要立场和观点

差异将其分为自由市场派、小农经济派和主流政策

派。自由市场派主张在明晰农村产权的基础上通

过“资本下乡”的方式发展现代农场以解决“新三

农”发展问题;小农经济派则强调以家庭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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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10)》确定到2020年实现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的目标,届时我国城镇

常住人口数应达到8.5亿人左右,结合目前我国城镇人口数和农村人口数以及自然增长率等状况,据此推断未来几年每年

农村人口持续减少数应在1000万人左右。



小农经济才是符合我国国情并确保“新三农”问题

渐进解决的根本保障;主流政策派则主张通过建设

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以解决

“新三农”发展问题。笔者认为许多学者虽然基于

不同的派别立场就城镇化背景下的“新三农”治理

路径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议,但却对治理政策主体

中核心性“人”的因素缺乏深入关注。因此,本文将

在梳理我国当前“新三农”问题发展现状和学界论

争的基础上,阐释“新三农”问题治理中主体重构政

策所具有的核心性地位。

一、城镇化背景下“新三农”问题

的衍生

“三农”问题是我国学界对农村、农业和农民问

题的统称,是近代以来许多探索我国现代化发展道

路的学者思考的重点内容。20世纪初董时进的

《农业经济学》、张培刚的《农业国与工业化》和费孝

通的《乡土中国》等均对“三农”问题予以了高度关

注并对后续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

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主张到新

民主主义时期的“土地革命”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

的农村联产承包制度改革,“三农”问题均被认为是

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

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学者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呈

现出明显的时代差异。经济学家华生将土地分配、
税赋负担和农民流亡称为传统“旧三农”问题以区

别于当前城镇化背景下出现的农用地流转和规模

经营、农村土地的非农使用和农民进城务工的“新
三农”问题[2]。2006年以农业税和其他所有向农

民收取税费政策的取消终结了“黄宗羲定律”①,也
使当年李昌平所指出的因税赋负担导致的“农民真

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传统旧“三农”问题走

入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在城镇化背景下衍生出的

一系列“新三农”发展问题。
学术界对于“新三农”问题的概念内涵尚未形

成共识,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定义和扩展这

一概念内涵。吴太贵教授将农村空心化、农业劣质

化和农民“丰裕型贫困化”定义为“新三农”问题。
吴汉忠教授将农产品价格弱势、农业生态恶化和农

村建设滞后定义为“新三农”问题。胡鞍钢教授认

为中国存在着农村、农业、农民和农民工问题为代

表的“四农”问题,王敬尧教授则将农村、农业、农民

和农地问题合称为“新四农”问题。这些概念虽然

从不同的视角进一步充实和扩展了我们对“三农”
问题的认知,但对于当前因城镇化导致人口空间分

布变迁而衍生的新问题则缺乏深入探究。因此,本
文将立足于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人口的大量外移所

导致的三农问题变迁为主要考察对象,将由此衍生

的“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现象作

为新时期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新三农”问题重点进

行探索。
(一)农村空心化问题

农村“空心化”是城镇化过程中因农村人口与

空间分布变迁而衍生出的乡村聚落“空废化”和住

宅“空心化”等一系列现象的统称。中国科学院地

理信息研究所刘彦随等根据对山东典型村庄的调

研和理论分析后认为:“农村‘空心化’本质上是城

乡转型发展过程中由于农村人口非农业化引起‘人
走屋空’,以及宅基地普遍‘建新不拆旧’,新建住宅

逐渐向外围扩展,导致村庄用地规模扩大、闲置废

弃加剧的一种‘外扩内空’的不良演化过程。”[3]学

者田毅鹏进一步将农村“空心化”现象分为三种主

要类型:一是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村庄被城镇化所

吸纳而形成的近郊村庄“空心化”现象;二是远离城

市的偏僻农村因人口的大量流出而产生的远郊村

庄“空心化”现象;三是因政府规划主导下的村落整

并在短期内衔接不畅形成的“空心化”现象[4]。由

此可知,人口减少和面积扩张之间的矛盾被认为是

促使农村“空心化”现象形成的两个主要因素。

2015年我国农村户籍人口数为76461.46万

人,《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统计农民工总数为

27747万人。这意味着目前我国至少尚有48714
万人居住在农村地区,与建国初期1950年的农村

人口数49027万人基本持平。因此,单从农村人

口总数上判断认为我国当前农村地区存在严重的

人口不足问题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历史数据显

示,我国农村人口数峰值在1995年达到85947万

人,2015年农村人口数为48714万人,则当前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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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羲定律是清华大学秦晖教授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

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

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人口数至少已净减少37233万人。这一巨大的人

口数量净减少无疑已经对我国农村的社会和经济

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

率平均每年以1%的速度递增,农村人口的持续性

净流出加速了农村地区人口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

非均衡性,从而加速了农村“空心化”现象的出现。
据《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统计,我国农村自然村

数由2010年的2729820个减少到2015年的2
644620个,平均每年约有1.7万个自然村消失,

200人以下自然村从2010年的1311448个减少

到2015年的1212396个,平均每年减少约2万

个,而1000人以上的自然村数则保持相对衡定①。
除了城镇近郊推动的“村改居”工程对自然村数减

少的影响外,许多远离城镇的自然村是因为人口的

大量外流而“自然”消失的。虽然对于两者之间的

比例目前尚缺乏权威的统计数据,但以上数据已足

以证明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发展中存在“空心化”这
一普遍事实。

(二)农业边缘化问题

学术界通常将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农

业在国民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下降并在市场竞争中

处于弱势地位等描述为农业边缘化现象。1978年

农业占我国 GDP的比重为28.2%,2016年农业占

GDP的比重下降到8.6%,平均每年下降约0.5%
左右[5]。虽然农业产值占 GDP的比例持续降低,
但仅凭此项而断定我国农业发展“危险化”则难以

让人信服。当前世界各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农业占

GDP的比重均在1%左右,如日本2014年农业占

整个 GDP比重为1.2%,美国作为世界大宗农业

商品主要出口国其农业产值也仅占 GDP的1%。
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通常将二三产业占 GDP
比重的提升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发展成就,同时也

以农业占 GDP比例的降低作为一项衡量经济现代

化的发展指标。因此,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

程的进一步加快,一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将进一步持续调整。2016年我国农业产值达到63
671亿 元,比 上 年 度 增 长 3.3%,工 业 产 值 为

296236亿元,增长6.1%,服务业产值384221亿

元,增长7.8%[5]。由此可见,虽然2016年度我国

一二三产业产值均有所增长,但第一产业与二三产

业产值的增长差距明显,其在 GDP中所占的比例

也将会进一步降低。因此,农业占 GDP比例的持

续降低并不能支持我国“农业边缘化”的结论,近年

来主要农产品产量的持续增长和农业产值的持续

增加均为此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反驳”证据。
学界认为我国“农业边缘化”的另一个证据是

农业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这

突出地表现为近年来“蛛网效应”和“谷贱伤农”等
现象屡见不鲜,个体农民应对市场信息变化的能力

非常薄弱,“增产不增收”现象非常突出。我国农业

难以面对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成为国民经济发

展中非常薄弱的环节。当前我国农业发展中的这

一困境折射出农业发展“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
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农业作为保障国计民生

的基础产业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另一方面农业作

为一个经济产业部门又受到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

约束。基于确保农村稳定和粮食安全等政治考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确立为当前我国农村实行

的一项基本制度。当前许多经济学家批评这一制

度无法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中的效率问题,高度均分

的土地制度无法形成有效的规模经营以降低农业

生产成本,最终只会导致农业的低效和农民的贫

困。黄宗智教授基于华北和江南地区农村的考察

经验,在《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中指出农村人口的

降低和非农就业是推动克服农业“内卷化”并孕育

农业革命的必要条件[6]。《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

告》数 据 显 示,2015 年 我 国 农 民 工 总 量 达 到 了

27747万人,即占农村户籍人口36%的人不再以

农业为主要经济生活来源。农村人口的大量外移

减轻了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人口—土地”压力,为
发展规模经营和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前

我国农村以家庭为基础的土地承包制度以及由此

导致的土地流转经营“高成本”问题却使农业规模

经营的“红利”消失殆尽,从而使我国各主要农产品

生产成本高企,难以和境外进口的大宗农产品进行

竞争。这导致当前大量境外农产品因价格低廉涌

入国内市场,国内农产品受限于成本因素无法与之

竞价销售,不得不依靠政策性“收储”以保障农民种

粮生产积极性,从而出现了“进口进市场,国产进库

存”的被动局面。长期高于农产品市场价格的高价

收储不仅形成了国家巨额的财政负担,而且也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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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根据2010到2015年自然村庄数、200人以下自然村庄数和1000人以上自

然村庄数汇总整理得出以上结论。



收储单位不堪重负。2015年以来各主要粮食产区

相继暴发了收储风波,农民“增产不增收”和“卖粮

难”问题突出。因此,如何改变当前我国农业生产

的弱势地位,扭转其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边缘化”
被动局面应是学术界思考的重要主题。

(三)农民老龄化问题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老龄化现象突出是当前关

注“三农”问题的学者持续关注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快速老龄化发展阶段。根

据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6年

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3086万人,占总人

口的16.7%,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003万人,占
总人口的10.8%,均已远远超过联合国推荐的一

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

7%或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的老

龄化衡量标准[5]。根据《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

鉴》数据测算,2016年我国城市65岁以上老年人

口所占比例为9.16%,城镇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

占比例为9.35%,而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

比例却则为12.03%。2016年我国城市老年人口

抚养 比 为 11.7%,城 镇 老 年 人 口 抚 养 比 为

12.71%,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则高达17.49%,城
乡之间老年人口抚养比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7]。
此外,201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地区人口

总抚养比高达45.38%,这意味着农村地区平均每

3个成年人需要负责赡养1位老人,家庭养老负担

沉重正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如果

考虑到农村地区人口预期寿命低于城镇5岁这一

现实差距,则我国农村地区的养老形势应更加严

峻。城镇化对农村家庭养老体系构成了巨大冲击,
社会化养老体系也未能在农村地区普遍建立起来,
从而使农民老龄化后的养老问题成为一个引人关

注的社会问题。刘燕舞等对农村老人自杀秩序的

社会学研究正是对当前农民所面临的养老困境的

有力揭示。
如果农民老龄化现象只是中国当前人口老龄

化的一个社会缩影,“老年农业”问题则被学界认为

是未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一大隐忧。城镇

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离

开农村前往城镇地区现代产业部门就业,“386199
部队”成为农村留守的主要人口构成,留守老人成

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虽然贺雪峰等部分

学者认为农村留守老人从事农业生产具有“精耕细

作”的高效特点,“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农半耕家

庭结构”也能实现家庭经济产出的最大化,但也不

得不承认农村“老人农业”的持续性面临一系列现

实挑战[8]。部分主张“小农经济论”的学者认为老

年农民工返乡务农会为未来农业的发展提供源源

不断的人力资源基础,而近来许多学者指出这一趋

势缺乏事实根据。源于《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

告》的数据显示,50岁以上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

比例从2008年的4.2%升高至2016年的19.2%,
其绝对数量和所占比例均迅速升高。因此,许多学

者指出农民工并不会如部分学者所假定的那样会

选择回乡务农养老,当前从事农业生产的“最后一

辈农民”之后农村将会出现无人务农的困境。如何

解决“老年农业”之后的发展困境将是未来我国“三
农”问题中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因农

村人口的大量外移导致了以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

化和农民老龄化现象为代表的“新三农”问题的衍

生。虽然这些现象并未如部分学者所宣称的那样

严峻,但却是未来农村、农业和农民发展中必须解

决的现实问题。因此,正确认识城镇化背景下我国

“新三农”问题面临的发展困境并通过政策重构以

克服发展障碍将是“三农”学界的一个重要主题。
本文基于这一问题宗旨,在梳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

础上进行了初步探索。

二、没落:“新三农”问题发展的悲

观预期

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城镇化背景下衍生出的“新
三农”问题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理论解读并做出了

截然不同的预期判断。笔者认为可以根据他们对

未来“新三农”问题发展判断预期的不同分为悲观

派和乐观派。“新三农”问题发展的悲观论调不仅

成为了当前学界的一股重要思潮,而且与“农村、农
业和农民危险化”的媒体渲染联系在一起,汇合成

为影响普通民众“三农”问题认知的强大舆论。基

于对城镇化背景下未来“新三农”问题发展的悲观

论断,许多学者对我国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

进程持怀疑或批判态度,认为传统的乡村中国社会

正在被现代文明肢解得支离破碎,也为整个社会的

有序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贺雪峰教授认为我国

当前农村存在“人情恶性竞争、住房无序攀比、人际

关系变得冷漠、赌博愈益普遍、地下宗教泛滥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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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涉及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的问题”即此

一例[9]。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将导致

未来农村消逝、农业衰落和农民消失的结局是许多

支持“新三农”问题悲观论断的学者持有的普遍观

点,他们也据此发出了拯救 “小农”经济的社会

呼吁。
(一)农村将消逝

农村“空心化”现象不仅体现为城镇化背景下

人口地理空间分布的变迁,更伴随社会文化价值体

系的冲击和变革。因此,部分对“新三农”问题发展

持悲观论调的学者也通常从地理空间和文化价值

的角度推断“空心化”村庄未来将走向消逝的发展

前景。他们认为离城镇较远的远郊“空心化”村庄

会因为人口的持续流出而自然消失,而近郊“空心

化”村庄则会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而被“吞没”。从社

会文化变迁的视角,许多学者认为农村“空心化”是
中国传统乡村文明走向衰落的体现,城镇化过程将

最终导致“乡村文明”在冲击中走向解体,“乡村中

国”将被“城镇中国”文明所取代。近年来各种“返
乡体”文学形式的兴起即是社会公众对于这一文化

变迁过程表达“忧虑”的反应。王磊光在《一个博士

生的返乡日记:迷惘的乡村》中对农村经济衰败、田
地荒芜、住房残存和教育问题等问题的悲观描述,
冯骥才在《消失的村落》中农村将消失的“文化悲

叹”等均可视为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基于对我国

未来“新三农”问题发展的悲观论断,部分学者甚至

对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政策持怀疑或否定态度,认
为“乡村中国”才是中华文化之根,城镇化和工业化

将导致中华文明的加速衰落,强调必须从文化传承

的角度审慎推进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二)农业将衰落

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例持续降低

和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事实

让许多学者认为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前景堪忧。
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使大量农村青壮年选

择外出务工或入城定居,从而衍生出以农村留守老

人为主要劳动力的“老人农业”现象。这种以“以代

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农半耕家庭结构”主导下的农业

生产并不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为主要目标,仅是维

持家庭经济运行的一种临时性组合模式。笔者在

农村调研过程中了解到,许多农民均直言“种地”是
一项“亏本的买卖”,缺乏进行农业投入的经济动

机。这也是导致当前农村耕地“抛荒”现象日渐增

多的主要原因。许多学者认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

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农业将呈现全面走向衰落的发

展趋势。颜成明在《大变局时代,我们怎么办?》一
书中指出了农村基层政权在财政上的困难导致了

基础公共设施的没落,不仅导致现有生产经营模式

难以为继,还会因生产条件改善困难而使新的生产

经营方式难以推广[10]。我国农业在发展中的这一

两难处境将加速其全面走向衰落的趋势,环境污

染、地表塌陷或河泽枯竭等引起的农业生产困境正

是这一过程的反应。农村人口的大量外迁和务农

人口的减少导致原有农业生产条件恶化,生产条件

的恶化则会加速农村人口的进一步外流步伐。在

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破除农村人

口外流和农业生产条件恶化之间的“恶性循环”过
程,农业走向没落将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三)农民将消失

农民老龄化和“老人农业”现象的出现使许多

学者对我国农业的未来发展持悲观态度,认为农民

也将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相对于现代工业部门而言

缺乏就业吸引力。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土地制度等

也制约了农业规模经营的形成和发展,越来越多的

农村居民离开农村地区前往城镇就业也是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的理性选择。虽然有部分学者认为“农
民工”所具有的高度不稳定就业特点和进城失败后

“回乡养老”的选择将为“老人农业”模式提供新的

人力资源,但很多学者质疑这一论断缺乏实证数据

支持,更与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政策导向不符。因

此,许多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的“老人农业”模式最终

将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双重冲击下逐渐趋于解体。
《消失的农民》一文中记述了作者在农村访谈时遇

到的一位农民对于未来发展的悲观描绘:“当二十

世纪四十、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民一点儿一点

儿凋亡殆尽之后,中国的农民就彻底消失了。”[11]

当前许多媒体报道中反复出现的“末代农民”称谓

正是这一悲观论调的反应。许多青壮年农民工在

接受笔者访谈时也表达了类似的悲观看法,认为在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我国未来“新三农”问题发

展前景持悲观预期的学者认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

过程中,未来我国农村将消逝,农业生产将衰落,农
民也将随之消失。因此,他们为当前我国农村、农
业和农民问题的“危险化”而呼吁,期望通过“重建

小农经济”等经济和政治措施以克服工业化和城镇

化对“新三农”问题发展所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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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构建和谐稳定的农村社会奠定基础。

三、机遇:“新三农”问题发展的乐

观预期

学术界对“新三农”问题发展的悲观预期虽然

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但仍有部分学者对我国“新
三农”问题的解决持“谨慎的乐观”的态度。他们认

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三农”问题也会在

新的环境中获得新的发展,表面的危机背后其实孕

育着难得的变革契机。因此,他们认为“新三农”问
题发展过程中挑战与机遇共存,许多长期以来困扰

“三农”发展的关键问题可藉此机会走出困境。张

雪霖依据在乡村社会中农民对土地依存度的强弱

分为“强者”农民和“弱者”农民,当前“农村空心化”
现象背后正是“强者”和“弱者”农民理性生存和生

活选择的结果,就其形成机制而言具有高度的内在

合理性。部分学者从“三农”政策的视角对我国未

来“新三农”问题的解决持乐观态度,认为未来支农

和惠农政策的力度将进一步增强,从而为“新三农”
问题的解决提供政策支持。这部分学者认为我们

对于未来“新三农”问题的解决不宜过于悲观,而应

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直面挑战和机遇,其对未来我

国“新三农”问题的乐观预期主要基于如下判断:
(一)新农村建设将提速

学术界部分学者认为“农村空心化”现象的出

现为解决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长期困扰的“人-
地”矛盾问题提供了空间,是一项值得肯定的积极

变化。黄宗智等学者指出农村人口增长与土地资

源有限之间的矛盾衍生出的“人口压力”是长期困

扰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而工业化

中出现的人口城镇化迁移减轻了农村地区的“人-
地”矛盾,从而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机

遇[12]。部分学者从环境保护的视角认为农村人口

的外移减轻了因生存压力而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

利用的压力,“农村空心化”能为更好保护自然生态

环境的提供历史机遇。部分学者认为工业化和城

镇化的兴起和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也为“科技兴

农”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随着农村人口的持续

流出,传统依靠人力投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经营模

式将会被更加注重节约人力的农业科技经营模式

取而代之,从而为新时期的农业革命提供良好的转

型契机。因此,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不仅有助于农

村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且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

率和更好保持农村生态环境,从而为农村未来的可

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基于以上论断,许
多学者指出城镇化背景下的我国农村未来的发展

前景将会更加乐观。
(二)新型农业将转型升级

学界部分“三农”问题学者不同意我国未来农

业将走向衰落的悲观论断,认为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我国农业的转型发展提

供了新的契机。他们认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应当与

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在当前则应通过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解决生产发展中突出的

结构性矛盾问题,用新的发展理念破解“三农”难
题,从而为新型农业的转型升级奠定基础[13]。我

国农业发展长期遭遇成本“楼地板”和价格“天花

板”的双重约束,一方面成本高涨导致国内农产品

价格居高不下,难以应对国外农产品的市场竞争,
另一方面受限于国际农产品的竞争价格优势和国

内农产品的销售不畅,缺乏实施价格上涨的可能

性[14]。因此,当前我国农业发展中“量”的减少并

不能被视为“农业边缘化”的有力证据,实施科技兴

农战略努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以推动“质”的提升

才是未来我国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我国

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无论供方还是需方均

对农业生产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以上判断,
学界许多关注“三农”问题的学者认为对我国未来

农业生产的发展前景不宜过于悲观,农业会在积极

应对挑战的过程中转型升级并取得新的成就。
(三)新型农民将应运而生

学术界部分学者认为因当前农村“老人农业”
的不可持续性就断言“农民将消失”的论断过于武

断,即使在工业和服务业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农业

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农民将消失”是一个不

会出现的伪命题。工业化和城镇化为新农村建设

和农业现代化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为新

型农民的培育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舞台。随着农

村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新型农民不仅应拥有现

代农业科学技术知识,还应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的生

产和管理能力。因此,未来我国社会中的农民不仅

不会消失,新型农民的出现还将改善农村社会的基

本面貌,为积极推动农业现代化注入新的生机和活

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未来新型农民的来源或许

并不应仅仅局限于现有农村人口内部,“市民下乡”
或“能人返乡”等均可能是孕育新型农民的重要来

源。农民应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通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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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制度等改革变城乡之间的人员单向流动为双向

流动,切实推动城乡经济的协调统筹发展应是当前

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部分农

村地区出现的“农民荒”并不意味着未来农民行将

消失,而是旧有农村生产经营模式将难以为继的反

应。在传统农业经营模式被新型农业经营模式所

取代后,新型农民会在新的生产经营环境下应运而

生,他们对此持有非常乐观的看法。
综上所述,对于未来我国“三农”问题发展持乐

观态度的学者认为当前的“新三农”问题在挑战中

孕育着新的希望,为新农村建设、农业转型和新型

农民的诞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工业化和城

镇化的推进对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提出了新的挑

战并衍生出了“新三农”问题,但却并不能以此否定

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政策,据此断言我国

未来“新三农”问题的悲观发展前景也有失偏颇。
工业化和城镇化为“新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

的机遇,孕育了新的希望。因此,我们应充分利用

城镇化对“新三农”问题解决营造的有利条件,变压

力为动力,变挑战为希望,通过完善政策设计和制

度创新推动我国现阶段“新三农”问题的解决。

四、难题之解:“新三农”问题治理

主体重构

学术界对城镇化背景下“新三农”问题发展前

景的争论从正反两方面凸显了当前农村、农业和农

民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难题。虽然学界的悲观预

期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正视当前存在的“新三农”
问题发展困境并寻求对策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

实问题。“三农”问题研究中的市场经济派别、小农

经济派和主流政策派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此

问题进行了不同的思考并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政策

建议。虽然这些理论论争从不同的方面丰富了我

们对“新三农”问题治理的认知,但却对城镇化背景

下“新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缺乏深入全面的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客体有认识和实践

能力的人是进行社会实践的主体,在“新三农”问题

治理中农村居民、农业生产者和农民养老提供者是

进行治理的主体力量。笔者认为城镇化背景下农

村人口的非农就业和持续外流导致的“主体虚化”
是形成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现象

的主要原因。当前“新三农”问题治理过程中,政策

改革应以“新三农”问题治理主体为中心,通过农村

居民主体、农业生产主体和农民养老主体的重构为

问题的解决提供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
(一)重构未来农村居民主体

农村居民主体的重构是决定“空心化”之后的

农村是否会走向消逝的关键性政策举施,其核心是

决定未来农村居民将由谁来构成的问题。部分学

者认为当前我国农村人口大量外移后“空心化”村
庄的出现是未来农村居民将消逝的先兆。他们在

农村地区的田野调查资料也印证了这一观点,留守

老人认为他们是最后一批在村庄生活的人,外出务

工者也表示他们以进入城镇生活为最终选择。因

此,部分学者据此认为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不仅发展

迅速,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城镇化的单向流动

特点。如果任由这一人口流动趋势继续发展,则农

村居民的消逝将会成为必然。我国当前城镇化政

策的不可持续性要求必须加大统筹城乡改革力度,
突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

律的人口自由流动机制,既能让“村民进城”也应允

许“市民下乡”。虽然当前许多“三农”问题学者对

“市民下乡”等“逆城镇化”行为持强烈反对态度,认
为这将剥夺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后资源,但却无法回

避新农村建设对“空心化”村庄治理所提出的这一

内在需求。当前国内部分地区已相继出台“市民下

乡”或“能人返乡”等政策对农村“空心化”治理进行

了初步探索,同时也通过“精准扶贫”等措施增加农

村公共财政投入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为城乡一体

统筹发展营造有利的环境条件。综上所述,笔者认

为统筹城乡的户籍制度改革等是决定未来农村居

民主体重构的关键,只有建构起城乡一体化的人力

资源流动机制,推动“村民进城”和“市民下乡”协调

发展才能为新农村建设提速提供人力资源支持。
(二)重构未来农业生产主体

农业生产主体的重构是决定未来我国农业能

否走出“边缘化”困境的关键性政策举措。我国当

前“老人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困境和市场经济中

的弱势地位要求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提高我国农业

竞争力的主要力量,也使得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

成为当前农村综合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虽然

贺雪峰等学者认为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

半农”生产经营模式能够实现家庭经济产出的最大

化,但却使农业生产具有高度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

性特点,更无法满足提高我国农业生产市场竞争力

的需要。我国当前农村留守的主要力量均可能因

个人生活的变动而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留守老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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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或因病而退出农业劳动,留守妇女因务工等原

因而退出农业生产,儿童也会因年龄增长而离开乡

村。除此之外,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土地经营的“碎
片化”导致的规模经营困难以及对“资本下乡”的限

制也成为导致农业生产缺乏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原

因。因此,重构农业生产主体要求从制度设计中努

力解决困扰我国当前农业发展的两大问题:一是未

来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问题,即农民作为一种职业

的自由选择问题;二是未来新型农民可耕种土地的

来源问题,即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在中共中央

和国务院2015年下发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

施方案》中已对“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方向

予以了进一步明确,但在执行过程中各地如何完善

相关 配 套 改 革 举 措 仍 是 需 要 进 一 步 观 察 的

内容[15]。
(三)重构未来农民养老主体

“农民老龄化”问题虽只是当前我国人口老龄

化的一个缩影,但因农村青壮年人口的持续外流和

养老机制的缺失等问题而让这一问题显得更为严

峻。当前我国农村较城镇地区具有相对更高的老

龄化水平,但在养老软件和硬件建设方面均非常滞

后,无法满足农民的养老需要。在城镇化背景之

下,农村青壮年人口的持续外流也使得传统社会中

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农民的养老问题也比以

往更加突出。陈宇翔等以湖南省为例分析了当前

我国农村老人养老保障体系面临家庭养老功能弱

化、社会支持体系瓦解和老人自我供养能力不足等

问题,认为强化政府责任和干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

主要途径[16]。贺雪峰教授关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

“弹性”机制的论述中认为土地是未来农民工养老

的主要凭借,则未来附着于农村土地制度上的养老

压力将持续增加,而农地改革中的结构性矛盾也将

更加突出。笔者认为以往政策设计中期望农民“以
地养老”的理想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必须以城乡综

合改革为契机实现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才

能为农民老有所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农民“以
地养老”模式需要以农村“老年劳动力”作为支持,
单纯的农地养老本身并不具有保障意义,随着农村

家庭结构的变迁和人口的持续外流,这一理想模式

也根本无法发挥应有的保障作用。因此,在当前深

化农村综合改革过程中,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加大对

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等公共财政投入,实现公共服

务均等化才是解决当前“农民老龄化”问题的根本

出路。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能将老年农

民从“老人农业”中解放出来,不仅为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提供了空间和契机,更能通过产业发展提高农

业竞争力,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物质基础。
综合上述,“新三农”问题的主体重构是决定未

来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现象能否

得到有效治理的关键性举措,也是决定未来“新三

农”问题走向悲观还是乐观的主要变量。“新三农”
治理主体重构过程要求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步伐,突出“以人为本”理念,重点解决困扰农村、农
业和农民问题发展中的关键的“人”的变量问题,从
而为“新三农”问题的解决营造良好条件。

五、结语

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的持续外移

衍生出了以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

现象为代表的“新三农”问题。学术界不同的学者

对我国未来“新三农”问题的发展前景持有不同的

预期。部分学者认为未来我国农村将消逝、农业将

衰落和农民将消失,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城镇化为

我国“新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新农村建设

将提速、新型农业将转型升级和新型职业农民也将

由此应运而生。笔者虽不赞同对我国未来“新三

农”问题发展前景持悲观判断的观点,但也认为不

宜对“新三农”问题发展的前景过于乐观。城镇化

给我国“新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

也使其面临巨大的现实挑战,“新三农”治理主体的

重构被认为是解决当前我国“新三农”问题发展困

境的关键性政策举措。在当前“新三农”问题治理

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重构未来农村居民主

体、农业生产主体和农民养老主体不仅能为“新三

农”问题的解决提供空间,也为探索城镇化背景下

未来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发展新路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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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processofurbanization,theconstantoutflowofruralpopulationhasledtohollowcoun-
tryside,marginalized agriculture,and aging farmers.Some pessimistic scholars predictthatthe
countrysidewoulddisappear,agriculturedeclineandfamersvanish,whilesomeoptimisticonesholdthat
theurbanizationwouldbringopportunitiestosolveproblemsrelatedtoagriculture,farmersandthecou-
ntryside,thinkingthatthenewruralconstructionwouldbespedup,agriculturewouldbetransformed
andupgraded,andfamersofnewtypewouldemergeinthefutureundersuchbackground.Theauthora-
greesthattheurbanizationhasprovidedhistoricalopportunitiestosolvetheproblemsrelatedtoagricul-
ture,farmersandthecountryside.However,ithasalsobroughtgreatchallenges.Thekeytosuccessful
governanceliesinthatthesubjectsofruralresidents,agriculturalproductionandfarmers'pensionshould
bereconstructed.
Keywords:marginalizedagriculture;agingfarmers;governance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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